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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美关系“解冻”看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外交
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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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辛格是冷战时期重要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战略谋划大师，亦是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

的核心成员之一。由他和尼克松总统搭档的“二人团队”垄断性地掌控美国外交战略，在世界舞台上掀起层
层波澜，推动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纵深发展。以中美关系“解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分析案例可见，伴
随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调整，基辛格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美国外交权力谱系中“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卓著地位得以确立和不断强化，并通过个人色彩浓厚、目的明确的秘密外交重构国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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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世界风云际会，国际

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理查德·尼克松在

1969 年 1 月总统就职演说中不无感慨地说道:

“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1］“世界政治格

局的变动急剧而又极富戏剧性，我们所应当做的

就是要厘清这些变化; 依据这些变化制定下一阶

段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 并找到合适的政策路径

去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2］就任之后，尼克松旋

即着手大幅度调整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布局，推

行“尼克松主义”，在美苏关系、中美关系、阿以冲

突、越南战争以及南亚局势等重大国际与地区热

点问题上采取新的战略举措，并对美国国家安全

及外交决策机制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外交决

策机制的调整是与基辛格在美国外交舞台上的纵

横捭阖紧密相连的。学术界对基辛格研究的关注

点多是关于他本人的外交思想以及在尼克松 － 福

特时 期 出 任 总 统 国 家 安 全 事 务 助 理 ( 1969 －
1975) 和国务卿( 1975 － 1977) 期间的美国外交战

略［3］。本文依据新近解密的美国档案文件，以中

美关系“解冻”作为分析案例，探究尼克松时代美

国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

与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和

作用有何内在关联，它对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尼克松时代“垄断寡头型”外交

决策机制的确立

“在美国的行政体系中，总统的个人风格、总
统的关注和介入程度是决定决策结构最关键的因

素。”［4］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不久，尼克松就感觉到

“在行政系统正常渠道内制定外交政策十分困

难”，“白宫与国务院、国防部及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关系紧张。”［5］若要由自己掌控外交决策

权，则必须使白宫和作为总统“近卫军”的国家安

全委员会成为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中枢。在尼克

松眼中，崇尚“秘密外交”的基辛格是一位出色的

外交谋略大师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不二人选，

而对于传统上掌握外交政策制定权的国务院，尼

克松则极不信任，声称要对国务院进行改组，剔除

“那些只会制定过时政策的一成不变的人”［6］。
在国务卿的人选问题上，由律师出身的并无多少

外交经验的罗杰斯出任国务卿一职，亦是出于弱

化国务院外交决策权的考虑。因此，尼克松个人

的好恶、个性化的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尼克松时代美国外交决策机制内部的权力配置关

系，并使得外交决策权逐渐由国务院向新晋的权

力“豪门”———国家安全委员会转移，而尼克松—
基辛格“二人团队”( the Nixon － Kissinger Dyad)

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前期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

决策机制的核心。
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当

天连续签发了《第 1 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

NSDM1) 和《第 2 号 国 家 安 全 决 策 备 忘 录》
( NSDM2) 这 2 份有关调整外交决策机制的文件。
其中，NSDM1 正式建立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和国

家安全研究备忘录( NSSM) 以取代肯尼迪时期设

立的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 ( NSAM ) ［7］。NSDM2
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事务中

的地位大为提升，使其成为“向总统提供情报分

析和政策倡议的首要机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这一头衔更名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出任这

一职务的基辛格能够发挥“国家安全决策的重要

作用”［8］。
NSDM2 出台后，不仅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

委员会规模和影响力空前扩张，已不再是协调各

行政官僚机构意见的“信息交汇平台”，成为独立

于国务院、国防部之外可自行制定外交政策的机

构; 而且基辛格本人作为尼克松的政策执行者，积

极参与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的实际运作，推崇“秘

密外交”，甚至控制了白宫向驻外使馆签发电报

的权力，并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 首先，取消由副国务卿领衔，体现国务院外

交政策议题审议权的高级部际小组，组建副部长

会员会，主要处理不需要总统决策的非重要性议

题; 其次，组建包括高级审查小组、华盛顿特别行

动小组、第 40 委员会、越南特别研究小组等在内

的多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机构，推行外交决策

新机制。其中，由基辛格担任组长的高级审查小

组充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下属各委员会的联系纽

带，并凸显出基辛格本人的重大权力———由他决

定针对“何种议题”所提出的“何种建议”或“何种

对策”在“何时”呈报总统。
在外交决策机制的具体运作上，通过发布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基辛格可以直接指示国

务院或其他情报机构起草关于特定议题的研究报

告，待各机构政策建议完成后，基辛格主持召开由

各机构官员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政策选择，

并作出提交尼克松总统的政策建议。最后，尼克

松总统在与基辛格磋商后，形成某项政策决定，并

由基辛格本人及其下属撰写高度机密的《国家安

全决策备忘录》，说明总统的决定，通过由国务院

代表主持的副部长级委员会来贯彻执行这一政策

决定［9］。因此，尼克松时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取

代国务院成为美国外交与战略决策的核心机构，

这一政治现象被形象地描述为: 一个强有力的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领导着一个专家智囊团，实

际上担负着一个“小国务院”的使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开始替代国务卿，成为总统的新闻发

言人，并实际参与美国对外政策与危机管理的

运作［10］。
国家安全与外交事务政策建议与政策选择权

限高度集中于基辛格一人之手，使得国务院、国防

部及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权力大

为削弱。特别是国务卿罗杰斯和国务院几近被排

斥在重要对外决策活动之外。美国外交决策机制

在决策话语权、政策建议权及政策实施权的权力

分配问题上呈现“实权”与“虚权”的结构性紧张，

加之各个官僚机构的利益、认知理念、思维方式不

尽相同，因此，针对某一重大战略或地区问题所作

出的决策本身就带有深切的官僚政治争斗与妥协

的痕迹。可以说，“实权”( 国家安全委员会) 与

“虚权”( 国务院) 的纷争是尼克松时代“垄断寡头

型”外交决策机制的基本特点。

二、基辛格在中美关系“解冻”进程中

的作用分析

在尼克松的全球战略棋局中，推动中美关系

“解冻”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环节。怎样才

能在中美 20 多年冷战对峙的“坚冰”上开凿出双

方传递改善关系的意愿和信息，并进行真切对话

与信息沟通的渠道? 由于长期的敌视与隔绝，美

国不得不借助其他与中美均有较为密切关系的国

家建立沟通渠道。其中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为

核心的华沙渠道在中美两国探索改善关系的初级

阶段曾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朗诺政变的发

生，中断了中美通过华沙渠道的接触［11］。为设法

恢复与中国的联系沟通，尼克松—基辛格通过非

常规的“秘密外交”决策机制启 动 多 条 秘 密 渠

道［12］。而尼克松和基辛格最为倚重并最终取得

突破性成果的是“巴基斯坦渠道”。“巴基斯坦渠

道”的开启和有效运作，与其后 1971 年 7 月基辛

格密访北京，乃至同一时期印巴冲突升级与第三

次印巴战争期间基辛格与黄震、黄华的多次秘密

会晤均是中美关系“解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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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系列事件又十分清楚地展现了尼克松政府

外交决策机制的鲜明特征: 由“二人团队”垄断性

地掌控重大外交战略问题的决断权; 热衷于“秘

密外交”; 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强制性地贯彻自己

的战略意图。
1969 年 8 月 1 日，尼克松对巴基斯坦进行国

事访问。随行美国媒体被告知美国政府将在当年

年底出台对南亚军售的新政策［13］。事实上，此次

尼克松出访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

亚·汗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美国政府希望改善中美

关系的信息。在谈话中，尼克松向叶海亚·汗提

出希望他充当中美沟通对话的桥梁，并由他向中

国领导人( 特别是周恩来) 传递美国的这一“友

善”的信息。而且，尼克松也希望巴基斯坦运用

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中美接近的进程［14］。
尼克松与叶海亚·汗的此次会谈是严格保密

的。8 月 19 日，基辛格秘密致电美国驻巴基斯坦

大使馆临时代办詹姆斯·斯宾，要求其按照尼克

松总统指示，在驻巴大使馆的存档文件中销毁尼

克松与叶海亚·汗的会谈记录，同时要求斯宾对

国务院和罗杰斯严把口风，若国务院问及此事，则

矢口否认［15］。
8 月 28 日，为确保“巴基斯坦渠道”的有效运

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哈罗德·桑德斯会

见了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阿迦·希拉里。针对 8
月 1 日叶海亚·汗在会谈中所提及的沟通方式与

时机问题，桑德斯指出，美方希望叶海亚·汗总统

能够在一个氛围轻松、自然的环境下向中国领导

人直接传递来自美国方面的口信。同时，为保证

美、巴、中之间信息互传的时效性与严格的保密

性，桑德斯建议在希拉里与基辛格之间建立一个

稳定的单向联系渠道［16］。
从 1969 年 8 月到 1970 年底，“巴基斯坦渠

道”成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一条重要秘密通

道，它的开启不仅充分显示了美国冷战战略思维

由顽固的、“偏执狂式的”意识形态对抗向现实主

义的复归，而且亦具有高度的隐秘性和严格的保

密性［17］，从运作形式上看它是 19 世纪欧洲“秘密

外交”的再现。从这一点来看，“巴基斯坦渠道”
是当代“秘密外交”的成功范例。巴基斯坦之所

以用一种隐秘的手法在中美之间传递信息，是为

了满足华盛顿和北京这两个尚处于敌对状态的国

家的共同要求，尤其是白宫极力希望秘密外交在

未取得积极成果之前，不被世人知晓。
从 1971 年初开始，“巴基斯坦渠道”的政治

效用得到不断强化。随着中美双方交换信息量的

递增，“巴基斯坦渠道”所传递的关键信息不断增

加，包括率先传递中方欢迎美方高层访华的信息、
为双方的高层会谈进行周密安排等都在为推动中

美“外交革命”帷幕的开启注入了持续动力。
1971 年 5 月 7 日，基辛格与美国驻巴大使约

瑟夫·法兰德在棕榈泉秘密会晤，两人进行了长

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基辛格首先简要“回顾”了

白宫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与中国开展秘密外交

的相关情况，并说他自己将作为总统特使与中国

代表在巴基斯坦或中国某地会晤。其后，两人就

中美高层秘密会谈的时间、地点、会晤方式、搭乘

的交通工具和行动路线的安排等具体问题交换了

意见［18］。在会谈结束之前，两人协定以美国驻卡

拉奇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德纳兹上校为秘密联络

人，若有紧急事宜，二人可撇开国务院系统，通过

德纳兹直接联系［19］。
5 月 12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温斯顿·洛

德在致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他已按时间顺序

将“幸运饼干”档案［20］中涉及与中国的秘密沟通

信息进行整理，并认为“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

渠道’是最有效的”。特别是在中国总理周恩来

从叶海亚·汗总统那里听到有关信息后说，与他

们以前从不同渠道得到的美国信息相比，巴方传

递的信息是从国家元首通过国家元首传递给国家

元首的，所以中方十分重视［21］。
5 月 23 日，法兰德致电基辛格，转达了叶海

亚·汗就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想

法。为掩人耳目，叶海亚·汗建议在基辛格逗留

巴基斯坦期间，让总参谋长哈米德·汗上将陪同

前往“参观”位于巴北部山区的总统行宫，并以身

体不适为由秘密前往中国。而与此同时，法兰德

则应该坐镇总统行宫以应付媒体［22］。
6 月 28 日，基辛格在与尼克松、法兰德秘密

协商后，对他本人在巴基斯坦境内逗留的时间、秘
密访问北京的时间、随行人员以及安全保障工作

进行调整［23］。
7 月 8 日中午，基辛格抵达伊斯兰堡。当日

傍晚，在巴方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基辛格“突然”
感觉“胃痛”，然后被送往预先安排好的郊外总统

别墅“治疗和休息”。由此，“现代外交史上最大

的失踪戏剧”正式上演。
基辛格一行经过 7 小时 45 分钟的飞行，于北

京时间 1971 年 7 月 9 日中午 12 时 15 分抵达北

京。稍事休息后，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在 9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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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连续举行单次会谈时间长达 7 个小时的两

次晤谈。双方就台湾问题、印度支那问题、日本问

题、朝鲜问题、大国关系、军备控制与南亚问题广

泛而深入地交换意见。在秘密外交各项要旨得到

淋漓尽致展现的同时，中美高端战略对话在冷战

冰封 23 载之后顺利进行。
在“巴基斯坦渠道”圆满地完成了其历史使

命的同时，中美秘密外交浮出水面，转变为震惊世

界的“冲击外交”［24］。1971 年 7 月 15 日，中美同

时公布了《中美七一五联合公报》，透露了基辛格

已经访问北京的消息，尼克松总统也宣布他将于

1972 年春访问北京。此消息一出，即刻震惊世

界。由“二人团队”总策划的这一“冲击外交”给

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说它是

“冲击外交”，是因为它是美国推动冷战战略转型

过程中获得的重大外交成果，并为创造性地实现

政治目的而采取了非常规手段。无论西方国家抑

或东方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均会受到相当

大的有形或无形的波及影响。不容置否的是，

“冲击外交”所产生的震荡性政治效应不仅会影

响大国的对外战略、世界政治板块的分化组合，更

会对与“冲击外交”本身具有政治粘连关系的国

别政治、区域政治产生难以料及的联动影响，其中

之一便是作为中美关系“解冻”“关键国家”的巴

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渠道”紧锣密鼓运作的同时，巴

基斯坦国内纷争不断，叶海亚·汗军人政权与东

巴孟加拉激进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将国家

推向内战与分裂的深渊。相较风雨飘摇的巴基斯

坦，美国正积极开掘“解冻”中美关系的外交渠

道，试图扭转相对于苏联的战略颓势。而尼克松

和基辛格最为倚重并最终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是

“巴基斯坦渠道”。如何在推进“巴基斯坦渠道”
有效运作的同时，适时关注并切实应对东巴危机

是尼克松政府必须审慎思量的重要问题。
在美国的战略图谱中，南亚并非战略要地。

若仅是就事论事地从解决次大陆政治纷争的角度

应对南亚危局，“二人团队”在应对危机、处理美

国与巴基斯坦关系时就不会在西巴军事清洗问

题、难民问题、对巴军售问题、东巴政治和解问题

上采取偏向巴基斯坦的政策。但是，若从美国全

球战略布局来看，南亚乃至巴基斯坦都具有相对

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表现为处于内忧( 东巴内

战) 外患( 印巴危机) 的巴基斯坦同时与中美保持

友好关系。在基辛格秘密外交公开之后，苏印出

于各自利益，缔结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苏联

在南亚危机中的介入程度大为增强，并随着危机

逐渐滑向战争，成为中美两国反制、防范、谴责的

首要目标。在对待危机的立场态度上，中美两国

均反对印度在苏联的幕后支持下借东巴内乱实行

扩张，削弱巴基斯坦。因此，1971 年南亚危机前

后的华盛顿、北京、伊斯兰堡之间呈现三组双边关

系的正向联动效应。不仅中美关系的“解冻”使

得美巴、中巴关系呈现互为促进的正相关性，而且

中美接近的战略考虑在尼克松政府对巴政策中也

有充分反映。这也正是尼克松政府会在南亚危机

中采取“偏袒”巴基斯坦政策的原因所在。由于

南亚一直都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主战场，并且中巴

关系密切，而中印关系却积怨较深，美国在处理南

亚危机时必须小心谨慎，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唯

恐因南亚危机处理不周而使中美和解进程出现意

外变故。随着印巴冲突的不断升级，美国考虑到

上述诸多问题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因此不断加

强与中国的政策协调。
1971 年 8 月 16 日和 9 月 13 日，基辛格在巴

黎与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黄震就南亚危机进行

两次秘密会谈。基辛格针对中美之间的秘密交流

曾指出，在南亚危机日趋紧张之际，“我们认为中

美之间保持交流以及对印巴施与一定的影响作用

都是十分重要的”［25］。
11 月 22 日，印巴双方在东巴的杰索尔地区

猛烈交火，东线冲突拉开帷幕。次日，基辛格在国

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以及美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的陪同下与中国常驻联合

国代表黄华秘密会晤。此次秘密会谈的中心议题

是印巴紧张局势。基辛格指出: “我们坚决反对

这种观点: 一个国家有权使用武力去强制解决任

何因难民问题而引起的紧张状态，我们也坚决反

对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侵犯。”因此，美国政府

将继续坚持他本人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所

表明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的立场。基辛

格向黄华表示，若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次大陆战

争问题，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沟通协调，反对印度

的侵略行径和苏联的幕后操纵［26］。
12 月 3 日，第三次印巴战争正式爆发之后，

中美继续就印巴紧张局势进行秘密协调。12 月

10 日和 12 日，基辛格两次与黄华秘密会晤，商讨

印巴局势。基辛格告诉黄华: “如果南亚局势发

展威胁到你们的安全，而你们将为维护自己的安

全采取果断行动的话，尼克松总统表示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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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其他国家武力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行动。”［27］

12 月 12 日上午，尼克松、基辛格和黑格在白

宫举行小范围会谈，会谈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将会

采取何种举措和行动。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他们

三人是“在笼罩一切危机的孤独状态中、在相互

矛盾的压力和猜测和逐渐增长的紧张气氛中，在

椭圆形会议室碰头的”［28］。经过紧张讨论，三人

一致认为“若中苏之间兵戎相见，美国可以向中

国提供一些战略轰炸机，但要避免核战爆发”［29］。
需要指出的是，尼克松政府的南亚危机政策

的形成、整合与具体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以

“二人团队”为核心的白宫“全球主义者”与以国

务院为代表的“地区专家”针对南亚危机采取的

审视视 角、政 策 方 针 等 方 面 都 存 在 很 大 分 歧。
“偏袒”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白宫与国务院纷争

难平的僵持情况下，依靠“二人团队”行政压力才

得以制定与强制贯彻的。“二人团队”的政策理

念难获各决策机构的支持，在政策的执行上，国务

院对白宫的决定往往消极对待，甚至唱对台戏。
这种决策机制上的结构性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美国南亚危机政策上的混乱［30］。通观美国的

危机决策，“二人团队”为“确保其战略观念的连

贯性而依赖严密的中央控制———通过将官僚机构

差不多完全与决策过程切断换来的控制。这意味

着地区性知识———为避免全球视角应用于解决当

地问题所固有的扭曲而必需的那类专业知识———
过于经常地被忽视”［31］。

三、结语

中美关系“解冻”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

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事关美国全球战略总体布

局的重大事件充分展现了尼克松政府外交决策机

制的鲜明特征，并凸显出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权力

谱系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卓著地位。首

先，伴随着外交决策机制的调整，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地

位大为提升。在改组之后的外交决策机制中，基

辛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愈发成为控制和约束国务

院、国防部等官僚机构的“外交决策中枢”。基辛

格不仅成为尼克松总统的首席外交决策顾问，而

且也是以总统名义进行谈判的首席谈判者和政策

发言人。“人人对基辛格负责，基辛格对尼克松

总统负责”是以“二人团队”为中心的“垄断寡头

型”外交决策机制的核心要旨。依照 1947 年《国

家安全法》和 1949 年《国家安全法( 修正案) 》的

规定，国家安全顾问(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并不具

有国务卿那样的内阁官员头衔，总统对国家安全

顾问的任命也不需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从总统

的角度来看，“总统可以不受约束地指派国家安

全顾问充当自己的个人使节，担负特殊、敏感的重

要外交使命，国家安全顾问也可以不受行政职责

和官僚机构的束缚，随时听候调遣，其行动也不会

那么引人注目”［32］。以尼克松—基辛格“二人团

队”为例，总统权威和国家安全顾问决策创议权

的增长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基辛格的纵横捭

阖加强了尼克松对外交权力的掌控，提高了总统

自身战略意图转化为外交决策的效率。另一方

面，尼克松对基辛格的授权与信任，使得基辛格的

地位得以不断攀升，日趋显赫。相比之下，罗杰斯

领衔的国务院的地位和作用则大为下降，退化为

外交政策的“被动执行者”。其次，个人色彩浓

厚、目的明确的秘密外交被广泛运用。略去官僚

机构之间的相互盘算和反复纠缠，在不受国会监

督的情况下，以最隐蔽、最少外界干扰、最具效率

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二人团队”施用

秘密外交的基本考虑。依前文分析可见，中美关

系“解冻”，尤其是“巴基斯坦渠道”的开掘和运作

是当代秘密外交成功的经典范例，其所产生的历

史影响极为深远。但另一方面，“单骑突进式”的

秘密外交在无形之中加剧了尼克松时代外交决策

机制上“实权”与“虚权”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并在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决策过程中的潜在危机，违背

了美国立国以来政府决策的民主程序理念，毕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基辛格获取“当代的

俾斯麦”之美誉，但在风云际会、繁复多变的国际

事务面前，也难免会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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